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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慕路斯之城到聖彼得之城1 
—教宗良一世與羅馬城文化記憶的重塑 

 

康凱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一、「古代晚期」的興起與羅馬城研究的社會文化轉向 
 

金色的卡皮托利山蒙上了灰塵，羅馬城所有的廟宇黯然

失色，佈滿了蛛網。這城市的根基已經變了，人流穿過神壇

的殘垣斷壁，湧向殉道者們的墓地。2 

 

公元四〇〇年，拉丁教父哲羅姆（Jerome）在書信中

描述了羅馬城內古典文化的衰敗和基督教文化的繁盛。這

段文字往往被看成是四世紀以後羅馬帝國內基督教文化最

終佔據主導地位的見證，也預示了古典文明向中世紀文明

轉型的過程中，作為文明象徵的羅馬城本身的轉型，它從

一座充滿多神教文化元素的諸神之城轉變成了一座遍佈着

聖徒足跡的基督教聖城，由此從塵世的首都（caput mundi）

變成了西歐基督教世界精神上的首都。在古典文化的衰落

                                                             
 1  本文受上海市哲社項目「古代晚期羅馬城社會救濟制度研究」（2019BLS003）、國家

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資助，為上海市高水平地
方高校創新團隊成果。 

 2  Jerome, Epistulae, 107  1 (in J  P  Migne, ed ,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vol  22 [Paris, 1845]): Auratum squalet Capitolium, fuligine et aranearum telis omnia Romae 
templa cooperta sunt, movetur urbs sedibus suis et inundans populus ante delubra semiruta 
currit ad martyrum tumu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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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教文化的興起這一經典問題中，羅馬城本身的變遷

也是研究者們關注的焦點。 

十九世紀末，《中世紀羅馬城史》（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的作者格力高洛維烏斯

（Ferdinand Gregorovius）在解讀哲羅姆的這段話時認為，

羅馬城中的古典文化在蠻族大規模入侵之前就已經走向了

沒落。在他看來，雖然四世紀的羅馬城仍然保留着大量的

古典文化元素，但隨着格拉提安（Flavius Gratianus）和狄

奧多西（Theodosius）皇帝頒佈的法令，在五世紀初，古典

文化已經走向沒落。羅馬城中心衰敗的古典建築周圍，大

量教堂陸續地聳立起來，展現了城市基督教化進程迅速。3 

自格力高洛維烏斯以來，二十世紀的一些研究者通常

將五世紀以後羅馬城的基督教化看成是一種無法逆轉的時

代潮流。瓊斯（A. H. M. Jones）在《二八四至六〇二年晚

期羅馬帝國史》（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中認

為四世紀以後的羅馬城的治理和存續依靠的是「新的精神

上的至高地位」。4著名的羅馬城市史學者克勞瑟梅爾

（Richard Krautheimer）的評價與格力高洛維烏斯的看法遙

相呼應：「（基督教和異教）一度十分激烈的衝突在五世

紀初以教會的勝利而告終，這一勝利再也沒有被動搖。自

此以後，羅馬城的地圖日益呈現出基督教的特色，直到一

八七〇年仍然如此。」5大多數研究者從政治史和教會史的

視角出發，將這一時期羅馬城的變革納入到了「教宗制的

興起」的敍述框架中，認為以羅馬教宗為首的教會填補了

                                                             
 3  Ferdinand Gregorovius, 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 vol 1 (trans  Annie 

Hamilton;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4), pp  88-100  
 4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1964, Reprin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87  
 5  Richard Krautheimer, Rome: Profile of a City, 312-130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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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衰亡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通過一系列的政治斡

旋和宗教鬥爭在羅馬城內逐漸確立起了一套掌控宗教和世

俗事務的體制，而這一時期羅馬城的歷史通常被看成是教

宗制發展的注腳。 

不過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一種新的研究趨勢初現端

倪，逐漸改變了學術界對羅馬帝國後期和中世紀早期羅馬

城的認知。當時年輕的美國學者布朗（Peter Brown）借鑑

了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和道格拉斯（Mary 

Douglas）這兩位英國社會人類學家的研究方法，打破了羅

馬帝國晚期研究領域傳統上以政治史為主導的範式，對羅

馬帝國晚期的社會、宗教和思想觀念等問題進行了開拓性

的研究。6布朗將公元三世紀到八世紀之間的時段稱為「古

代晚期」，認為這一時期並非僅僅只是古典文明的尾聲或

者中世紀文明過的開端，而是一個在文化上具有其獨特性

的時代。7 

隨着八〇年代以來古代晚期研究的興起，近幾十年

間，研究者們逐漸改變了傳統上政治史和教會史自上而下

的視角，更多地從社會文化史的視角來重新認識羅馬城基

督教化的問題。例如，薩茨曼（Michelle Salzman）的研究

揭示了基督教影響下羅馬城時間觀念和社會互助機制上的

變遷，以及城市中基督教和傳統多神教在宗教空間上的競

爭。8波絲（Kimberly Bowes）揭示了古代晚期羅馬城中基
                                                             
 6  Peter Brown, “So Debate: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Revisited”, Symbolae Osloenses 72 

(1997), pp  20-21; A Life of Learning (ACLS Occasional Paper, No  55;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2003), pp  2-10  

 7  國內學者對這一學術趨勢的介紹參見李隆國，〈古代晚期研究的興起〉，載《光明日報》
2011 年 12 月 22 日，第 11 版；陳志強，〈古代晚期研究：早期拜占庭研究的超越〉，
載《世界歷史》2014 年第 4 期，頁 15-19。 

 8  Michelle Salzman, On Roman Time: The Codex Calendar of 354 and the Rhythms of Urban 
Life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Leo’s Liturgical 
Topography: Contestations for Space in Fifth Century Rom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03 
(2013), pp  20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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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社群組織形式的多元化和宗教儀式的多樣性。9塞莎

（Kristina Sessa）分析了羅馬主教如何利用道德和經濟上的

權威，將宗教權力延伸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領域。10時至今

日，學術界對四世紀之後羅馬城的社會文化的認知已經取

得了長足的進步。11研究者們已經清晰地認識到羅馬城的基

督教化並不僅僅體現在政治或宗教制度上的變遷，社會文

化層面上的轉型也同樣值得關注。 

在這些研究者的基礎上，本文將以教宗良一世的佈道

詞和書信為核心文獻，借助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

記憶理論，從社會文化史的維度來探討五世紀羅馬城基督

教化的進程。一九九二年，阿斯曼在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

赫（Maurice Halbwachs）「集體記憶」這一概念的基礎上

提出了「文化記憶」理論。12就在此前不久，法國歷史學家

諾拉（Pierre Nora）在《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

上同樣承襲了哈布瓦赫的理論，強調了集體記憶與特定空

間場所之間的聯繫。13在這兩位學者的影響下，一些學者開

始將文化記憶和城市聯繫起來，注重對「城市記憶」（urban 

                                                             
 9  Kimberly Bowes, Private Worship, Public Values, and Religious Change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  Kristina Sessa, The Formation of Papal Authority in Late Antique Italy: Roman Bishops and 

the Domestic Sphe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  除了專著以外，學界對四世紀以後羅馬城變遷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近十年來有出版的一系

列論文集中，參見 Éamonn Ó Carragáin & Carol Neuman de Vegvar (eds ), Roma Felix: 
Formation and Reflections of Medieval Rome (Aldershot: Ashgate, 2007)；Kate Cooper & 
Julia Hillner (eds ), Religon, Dynasty, and Patronage in Early Christian Rome: 300–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Lucy Grig & Gavin Kelly (eds ), Two- 
Romes: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Michele Salzman, Marianne Sághy & Rita Lizzi Testa (eds ),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Late Antique Rome: Conflict, Competition, and Coexistence in the Four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Geoffrey Dunn (ed ), The Bishop of Rome 
in Late Antiquity (Aldershot: Ashgate, 2015)。 

 12  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unich: C H  Beck, 1992)；阿斯曼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
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13  諾拉主編，黃艷紅等譯，《記憶之場》（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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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的考察，利用跨學科方法對現代和古代城市的政

治、文化和宗教記憶進行研究。14 

歷史悠久的羅馬城作為人類文明史中最重要的城市之

一，承載着豐富而多元的文化記憶。本文將會論證，在五

世紀羅馬城的基督教化進程中，教宗良一世利用基督教傳

統對羅馬城文化記憶的重新塑造起到了關鍵作用。良強化

了對彼得、保羅等羅馬城殉教聖人的紀念，他將使徒彼得

視為羅馬城精神上真正的奠基者，試圖以早期羅馬教會殉

道聖人的文化記憶取代多神教傳統的文化記憶，將羅馬城

塑造成為一座基督教的聖城。他的舉措是中世紀以降「聖

城羅馬」文化形象的基石。 

 

二、諸神之城抑或聖人之城：帝國的困境與五世紀羅馬城
的兩種形象 
在四世紀末和五世紀初，世紀之交的羅馬城在古典作

家和基督教作家筆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兩種面貌。帝國西

部宮廷詩人克勞狄安（Claudian）筆下的羅馬仍然是一座充

滿古典文化傳統的城市，這座城市及其統治者的榮耀和羅

慕路斯（Romulus）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霍諾留（Honorius）

皇帝「身披布魯圖的（執政官）長袍，手持羅慕路斯的權

杖」，15而長期把持西部朝政的將軍斯提利科（Stilicho）戰

勝蠻族的功績「讓羅慕路斯時代的法度重新回到了羅馬

                                                             
 14  「城市記憶」中包含了政治記憶、宗教記憶、文化記憶等互相關聯的範疇，有關「城市

記憶」這一概念及其內涵的討論，參見 Smriti Srinivas, Landscapes of Urban Memory: The 
Sacred and the Civic in India’s High-Tech C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p  xxv-xxvi；Mark Crinson (ed ), Urban Memory: History and Amnesia in the 
Modern City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xi-xx。「城市記憶」和「文化記憶」理論在
古代歷史研究中的使用參見 Martin Bommas, Juliette Harrisson & Phoebe Roy (eds ), 
Memory and Urban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Bloomsbury, 2012)。 

 15  Claudian, Panegyricus de Sexto Consulatu Honorii Augusti, 462 (in Claudian, vol  2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  Platnau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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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16羅馬女神的盾牌上刻畫着羅慕路斯、雷慕斯（Remus）、

戰神馬爾斯（Mars）和台伯河（Tiber）的形象，述說着羅

馬建城的傳說。17 

而在同時代的基督教詩人普羅登提烏斯（Prudentius）

看來，守護羅馬城的並不是這些古典傳說中的神祇和英

雄，而是基督教的殉教者和聖人。普羅登提烏斯在讚頌殉

教者阿格妮絲（Agnes）的詩歌中這樣寫到： 

 

阿格妮絲的墓地在羅慕路斯的家園， 

勇敢的女孩、光榮的殉教者， 

在塔樓的注視下，這位貞女 

看護着奎林神子民們安全。18 

 

誰能保佑羅馬城？是古代的諸神還是基督教的聖人

們？這兩種觀念的對立隨着五世紀初羅馬帝國西部動盪的

局勢而愈發顯現。公元四一〇年羅馬城的陷落迫使多神教

和基督教的支持者急需回應的這一時代問題。為了駁斥多

神教對基督教的責難，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中從羅馬人起源的特洛伊（Troy）傳說開始對羅馬歷

史和多神教傳統進行了批判。19然而對於羅馬帝國何去何

從，奧古斯丁並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覆。他一方面認為羅馬

帝國始終只是一個塵世中的國家，不可能完全成為「上帝

                                                             
 16  Claudian, De Consulatu Stilichonis, I  331 (in Claudian, vol  2)  
 17  Claudian, Panegyricus dictus Probino et Olybrio consulibus, 96-97 (in Claudian, vol  1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  Platnau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2])  
 18  Prudentius, Liber Peristephanon, 14  1-4 (in Prudentius, vol  2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J  Thom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9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1-8 (in Bernardus Dombart & Alphonsus Kalb [eds ], Sancti 

Aurelii Augustini Episcopi De Civitate Dei Libri XXII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vols  47-48; Turnholt: Brepols,1953-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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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城」在地上的顯現。20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羅馬人，他仍

然「懇求上帝讓羅馬帝國能夠延續」。21事實上，奧古斯丁

認為討論世界何時滅亡是「完全不恰當的」（importune 

omnino），因為只有神才知道確切的時間。而奧古斯丁的

助手奧羅修斯（Orosius）則沿襲了優西比烏（Eusebius）以

來的基督教史學傳統，將羅馬帝國對世界的統治看成是基

督教統治世界的預備。22在奧羅修斯的著作中，奧古斯都

（Augustus）在一月六日主顯節這一天從東方凱旋返回羅

馬城，羅馬帝國隨着耶穌基督的降生而日益強盛。23君士坦

丁皈依後，羅馬帝國在上帝的庇佑和皇帝們的領導下將基

督教傳播至世界各地。24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奧羅修斯對

此後羅馬帝國的發展表達了充分的信心。25然而在此後的將

近半個世紀內，羅馬帝國西部在蠻族入侵和內戰的衝擊下

日益衰落。奧羅修斯將羅馬帝國的強盛和基督教捆綁在一

起的「帝國神學」難以解釋帝國西部的災難和動盪。26 

公元四四二年九月，羅馬主教良（Leo）在四一〇年哥

特人撤離羅馬城紀念日的佈道詞中再次回應了「誰能保佑

羅馬城」這一問題： 

 

                                                             
 20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2 19   
 21  Augustine, Sermon, 105 12 (in J  P  Migne [ed ],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vol  38 [Paris, 1865])  
 22  R  A  Markus, Saeculum: History and Society in the Theology of St Augu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reprint 2007), pp  50-51  
 23  Orosius, 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 Libri Septem, 6 20-6 22 (in Zangemeister [ed ], 

Pauli Orosii 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 liberii Septem,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vol  5 [Vienna: Hoelder, Pichler and Tempsky, 1882])  

 24  同上，7 26-7 28。 
 25  同上，7 42。 
 26  有關「帝國神學」，參見夏洞奇，〈「地上之國總是無常」：奧古斯丁論「羅馬帝國」〉，

載《歷史研究》2007 年第 6 期，頁 135-136。有關奧羅修斯與「帝國神學」之間的聯繫，
參見吳飛，〈奧古斯丁與羅馬的陷落〉，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4
期，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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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恢復了這座城市的安全？誰救回了那些俘虜？是競

技場中的那些比賽嗎？還是聖人們的看護？當然是他們的

禱告平息了神聖的審判者的懲罰，因此我們這些惹他發怒的

人才會由於寬恕而得救。27 

 

良一世（Leo I）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教宗之一，他在

艱難的時代中鞏固了羅馬教會的權威，因而在此後的拉丁

基督教傳統中他被按上了“magnus”（偉大的）這一附加

名。良在佈道詞中的呼籲並不是基督教全面勝利的號角。

在四四〇年當選為羅馬主教後，良面對的是一個政治上和

宗教上充滿內憂外患的困局：羅馬帝國西部的統治正在分

崩離析：不列顛脫離了羅馬人的統治，西哥特人

（Visigoths）、阿蘭人（Alans）和勃艮第人（Burgundians）

已經在高盧建立了政權，汪達爾人（Vandals）在四三九年

佔據了迦太基（Carthage），匈奴人即將來到西部引發更嚴

重的破壞。28與此同時，基督教世界的教義衝突和帝國內部

的政權、教權鬥爭交織在一起，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教會的

興起危及到了羅馬教會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領導地位。29 

和這些外部問題相比，羅馬城內也有需要解決的當務

之急。良在佈道詞中回應「誰是羅馬城的保衛者」這一問

題，是為了譴責當時羅馬人對多神教傳統節慶和賽會的熱

衷。從當時的各種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五世紀中葉的

羅馬城內，一些傳統的多神教節慶仍然存續。許多基督徒

                                                             
 27  Leo, Sermon, 84 1 (in Antonius Chavasse [ed ], Sancti Leonis Magni Romani Pontificis: 

Tractatus Septem et Nonaginta,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vol  138 [Turnhout: 
Brepols, 1973])  

 28  Guy Halsall, 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 376-568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20-256  

 29  Henry Chadwick, Oxford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57-591  

Copyright ISCS 2020



從羅慕路斯之城到聖彼得之城 

 117

熱衷於參加這些節慶。當時留存的曆法書中標注着不少多

神教傳統的節慶。30同時代的拉文納（Ravenna）主教「金

言」彼得（Peter Chrysologus）描述了當時新年慶典中人們

高舉着古代多神教諸神塑像的遊行隊伍。31直至五世紀末，

教宗傑拉一世（Gelasius I）還在書信中譴責一些羅馬城內

的基督教元老貴族參加牧神節的行為。32正如良本人在佈道

詞中所言：「（人們）花費在魔鬼身上的精力要比花費在

使徒身上的更多，野蠻的娛樂活動比殉道者們的陵墓吸引

了更多的人群。」33良在這裏透露出的現實狀況顯然和哲羅

姆在世紀初描繪的景象大相徑庭。 

 

三、建城者彼得：教宗良與「聖城羅馬」的塑造 
為了將羅馬從一座仍然充滿多神教傳統的城市塑造成

一座基督教的聖城，良一世對當時羅馬城內傳統的基督教

紀念活動進行了革新，在聖誕節、主顯節、復活節等傳統

節慶外新增了諸多紀念基督教殉道者和聖人的活動。尤其

是在一些多神教節慶活動舉行的期間，他針鋒相對地安排

了基督教的節日和紀念活動，這是他消除羅馬城多神教傳

統的重要舉措。在這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每年十一月為了

紀念耶穌和使徒們對窮人的施捨而舉行的募捐活動。從相

關的佈道詞中可以看到，這一活動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

紀念和救濟，正如良在佈道詞中所說： 

 

                                                             
 30  Fasti Philocaliet Silvii (in Theodor Mommsen and Christian Hülsen [eds ],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vol 1 [Berlin: George Reimer, 1863])  
 31  Peter Chrysologus, Homiliade Pythonibus et Maleficiis, 27 (in Migne [ed ],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vol  65 [Paris, 1864]) 
 32  Gelasius, Tract 6 (in A  Thiel [ed ], Romanorum Pontificum genuinae et quae ad eos scriptae 

sunt a s. Hilaro usque ad Pelagium II, vol 1 [Braunsberg, 1867]); Neil McLynn, “Crying 
Wolf: The Pope and the Lupercal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8 (2008), pp  161-175   

 33  Leo, Sermon, 8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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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異教徒用充滿迷信的方式照顧着魔鬼時，為了反對這

種瀆神的罪惡，我們將會用施捨來進行無比神聖的奉獻。34 

 

根據羅馬多神教傳統，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到十七日，

羅馬城中都會舉行慶祝「平民節」的活動。這一節慶在四

世紀以後編制的曆法中仍然存在。35良設立募捐活動的一個

重要目的便是為了對抗和取代每年十一月羅馬城內舉行的

「平民節」（Ludi Plebii）等多神教傳統的節慶，他的這一

宗旨佈道詞中有明確的表露： 

 

為了清除古代的敵人所佈下的羅網，教會的募捐工作首

先要設立在瀆神者們照看那些偽裝成偶像的惡魔的同一

天……當盲目的異教徒愈發強烈地專注於迷信之際，上帝的

子民尤其應該盡力地禱告和虔誠地工作。36 

 

每年六月二十九日使徒彼得和保羅殉道紀念日前後，

良也組織了同樣的募捐活動。這一活動的目的這一是為了

與七月六日到十一日期間傳統的「阿波羅節」（Ludi 

Apollinares）上的賽會和慶祝活動競爭。37良的這些舉措實

際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對羅馬人文化記憶的重新塑造。根

據德國文化人類學家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該理論關注

的是指向群體起源的「奠基性回憶」，這樣的回憶往往被

依附於某種象徵性的媒介上，尤其是通過節日的禮拜儀式

                                                             
 34  同上，8 1。 
 35  Salzman, On Roman Time, pp  120-121;“Leo’s Liturgical Topography”, p  227; Mommsen & 

Hülsen, eds ,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vol  1, p  335  
 36  Leo, Sermon, 8 1-8 2  
 37  Salzman, “Leo’s Liturgical Topography”, p  217; Neil Bronwen, Leo the Great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113; Alan Thacker, “Popes, Emperors and Clergy at Old Saint Peter’s 
from the Fourth to the Eighth Century”, in Rosamond McKitterick et al (eds ), Old Saint 
Peter’s R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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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媒介表現出來。38阿斯曼在他的研究中提到了一些文

化記憶的「奠基性回憶」樣本，諸如猶太教和基督教《舊

約》傳統中的「出埃及」、「穿越沙漠」、「獲取迦南」

等事蹟，也提到了羅馬城的特洛伊起源事蹟。39在五世紀良

一世的時代，羅馬人同時保存着兩種文化記憶：一方面是

多神教傳統中羅馬人的起源神話以及各種有關羅馬城的歷

史傳說，另一方面則是早期基督教傳統中彼得、保羅和其

他基督徒在羅馬城殉教的傳奇事蹟，這兩種文化記憶全都

和羅馬城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在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主

導性宗教之後，多神教傳統的文化記憶及其保存的媒

介—多神教的傳統節慶，便成為了教會不得不面對的一

個問題。良一世顯然意識到，僅僅在佈道詞和論著中對多

神教傳統進行批判，或者與多神教知識分子進行論戰並不

足以解決現實問題。因此他利用自己羅馬主教的職權，通

過增加基督教的紀念活動來鞏固人們對羅馬城基督教傳統

的文化記憶，並試圖用這種方式消除多神教傳統節慶及其

所關聯的文化記憶影響。 

良尤其強調以彼得、保羅等基督教聖徒事蹟。對聖人

的紀念是他塑造基督教文化記憶的重要手段。這些聖人的

事蹟作為基督教傳統中的「奠基性回憶」，也起到了與現

實對立的作用。在阿斯曼看來，文化傳統中的「奠基性回

憶」往往「具有某些英雄時代的特徵」，是「一個偉大、

美好的過去」，它的功能之一便是「突顯出當下社會中所

缺席的、消逝的、丟失的」事物。40良在一定程度上也利用

了聖人事蹟的這一作用，在佈道詞中將聖人作為基督教道

德的楷模，和熱衷於參加傳統多神教節慶的基督徒對照。 
                                                             
 38  阿斯曼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頁 45-47。 
 39  同上，頁 46、76。 
 40  同上，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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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他強調彼得、保羅等基督教聖人的作用，因此與

其他紀念活動相比，每年六月底對彼得和保羅的紀念活動

更具有和多神教傳統抗衡的象徵意味。四四一年六月二十

九日，良在使徒彼得和保羅瞻禮日的佈道詞中將基督教傳

統和多神教傳統的對立提升到了「起源神話」的層面，並

且對羅馬城的歷史進行了新的解讀： 

 

啊，羅馬，通過他們（彼得和保羅），基督的福音之光

照亮了你，讓你從錯誤的導師變成真理的學徒，他們才是你

神聖的父親和真正的牧人，他們將你塑造成了上帝之國的一

部分，遠勝於那兩個人—你的名字來自於其中的一位，而

那個人因為殺害了他的兄弟而褻瀆了你。41 

 

良在佈道詞中將起源於羅慕路斯的羅馬城和起源於使徒的

羅馬城做了區分。彼得和保羅之前的羅馬城是「錯誤的導

師」（magistra erroris），而他們讓羅馬城成為了「真理的

學生（discipula veritatis）。在良看來，只有當羅馬教會建

立後，羅馬城才成為了上帝之國的一部分，這正是基督教

羅馬城歷史的真正開端。彼得和保羅是羅馬城「真正的父

親和牧者」（sancti patres verique pastores），他們遠勝於羅

馬建城傳說中兄弟相殘的羅慕路斯和雷慕斯。 

實際上相較於保羅，良更加強調彼得對羅馬城的重要

性，在同一篇佈道詞中，他繼續談到： 

 

作為一個聖潔的國度、被揀選的子民，祭司之城和君王

之城，由於至福的彼得的寶座，你成為了世界之首……你尊

崇上帝而獲得的顯著地位要遠甚於你在塵世中的統治地位。 

                                                             
 41  Leo, Sermon, 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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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你通過諸多的勝利而發展壯大，將你的法律散播到

你治下的陸地和海洋，但是在戰爭事業中的征服並不如基督

的和平為你帶來的臣服。42 

 

在良看來，羅馬城的偉大並非源於多神教的傳說和對

外征服的軍事功績，而是源於「彼得的寶座」，他還特別

注重對《馬太福音》十六章 18 節的解讀，將彼得看成是教

會的奠基者。43而對於保羅，良只是將他看成是彼得的協助

者。44雖良在佈道詞中將羅慕路斯兄弟和兩位最重要的使徒

相比，但實際上所強調的是羅慕路斯和彼得的對比。良試

圖通過他的佈道詞來告訴羅馬民眾，基督教羅馬城的真正

建立者是使徒彼得，而不是羅慕路斯。這一理念也同樣貫

穿於他的政治和外交活動中。他在位時期獲得了西部皇帝

瓦倫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 III）和太后普拉奇迪亞

（Placidia）的支持。瓦倫提尼安三世在四四〇年將自己的

行在遷回了羅馬城，在抵達羅馬的第二天，他便和其他皇

室成員一起參加了教宗良在聖彼得教堂主持的「彼得宗座

紀念日」（cathedra Petri）的守夜儀式。皇帝本人在寫給東

部皇帝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的信中提及了當時的

場景： 

 

在神意的眷顧下，我們來到羅馬城後的第二天就來到了

使徒彼得的教堂，並且在使徒節日夜間的敬禮之後，應羅馬

                                                             
 42  同上。 
 43  同上，83  2：「『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甚至死亡的權勢也不能勝過它。』

他強調在這裏（羅馬），我高聳的教會將會建立在堅固的信仰之上直入天際。」 
 44  Leo, Sermon, 82  2-4：「致福的彼得，使徒之首，被派往了羅馬帝國的中心……當與你

同享榮耀的保羅致力於建立其他教會之際，你走入了野獸的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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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其他聚集在那裏的來自各個行省的人們的請求，致信

於你…… 

先人們傳遞給我們的信仰，我們應當虔誠地維護。在我

們的時代，為了確保他本人對至福的使徒彼得不可侵犯的尊

嚴的敬意，羅馬城至福的主教，這位自古以來就被授予了最

高祭司職位的人，有責任也有能力審理信仰問題和神職人員

的問題。45 

 

瓦倫提尼安三世致信狄奧多西二世的目的是應教宗良

的要求，希望說服東部皇帝贊同在帝國西部重新召開一次

大公會議，以解決當時爭議不斷的教義衝突，因此他在信

中也強調了羅馬主教良作為彼得的繼承者在基督教會中的

領導地位。 

然而事與願違，隨着狄奧多西二世不久後的去世，新

即位的皇帝馬爾西安（Marcian）於四五一年在帝國東部比

提尼亞行省的迦克墩（Chalcedon）召集了一次大公會議。

良本人並未出席，他雖然總體上贊同大公會議的決議，但

對大公會議通過的第二十八條教令中將君士坦丁堡教會地

位的提升表達了嚴重的關切。46第二十八條教規中將「新羅

馬」君士坦丁堡提升到了和羅馬教會接近的地位： 

 

主教們明智地贊同「老羅馬」（πρεσβυτέρας Ῥώμη）的

特權，因為它是皇帝的城市。出於同樣的目的，一百五十位

無比虔誠的主教將同樣的特權授予神聖的「新羅馬」（νέα 

Ῥώμη）的教會，這是因為這座城市同樣被皇帝和元老院所

                                                             
 45  Leo, Epistula, 105  1；參見 Andrew Gillett, “Rome, Ravenna, and the Last Western 

Emperors”,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69 (2001), p  147  
 46  Susan Wessel, Leo the Great and the Spiritual Rebuilding of a Universal Rome (Leiden: Brill, 

2008), pp  286-321; Demacopoulos, The Invention of Peter, pp  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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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享有了與「老羅馬」同樣的特權，因此它在教會事務

中應當被提升到僅次於羅馬的位置。47 

 

良認為這威脅到了羅馬教會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首要地

位。在四五二年致東部皇帝的書信中他強調了羅馬教會的

首要地位，並且隱晦地反對了將世俗政權的地位和宗教地

位聯繫在一起的做法： 

 

我希望君士坦丁堡在上帝的保佑下維持它的榮耀，願它

長久地享受您仁慈的統治。但是世俗事務是一回事，宗教事

務又是另一回事，離開了主所安放的磐石，沒有甚麼會是穩

固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不應鄙視皇帝的城市，正如

他不應鄙視使徒的宗座（Apostolicam Sedem）。48 

 

良在這段話裏強調了世俗事務和宗教事務的不同，反

對的正是迦克墩大公會議教規二十八條中將羅馬和君士坦

丁堡的宗教地位和它的政治地位聯繫在一起的做法。在良

看來，羅馬城的重要性並不在於這座城市是羅馬帝國世俗

統治的象徵，而在於它是使徒之首彼得創建的羅馬教會的

所在地。 

為了改變羅馬城充滿多神教傳統的生活方式，良在位

期間還規範了諸多早期教會傳統禮儀。在聖誕節、主顯節、

復活節、五旬節等重要的基督教節日期間，良都會在羅馬

                                                             
 47  Canones Sancti et Oecumenici Concili Chalcedonensis, XXVIII, in Pericles-Pierre Joannu 

(ed ), Discipline generale antique (IIe - IXe s.), 1.1: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oecuméniques 
(Roma: Grottaferrata, 1962) 會議討論期間羅馬教會代表對這一教規的反對，參見 Richard 
Price & Michael Gaddis (eds ),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vol  3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70-71  

 48  Leo, Epistula, 1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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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教堂中進行公開佈道。49事實上，在良之前，羅

馬主教在重要節日期間前往不同的教堂進行公開佈道的傳

統在此前的羅馬教會中並未慣例。五世紀前期的教會史學

家索佐門（Sozomen）在討論各地教會不同的傳統時特別提

到在羅馬城中，「主教不佈道，也沒有其他人佈道」。50也

有學者認為，是良的繼任者教宗怡樂（Hilarius）開創了主

教前往各個教堂佈道的傳統，因為成書於公元六世紀的《教

宗錄》提及，是怡樂「在羅馬安排了輪流在各個宗教場所

使用的禮儀用具」51而近來有學者以良的佈道詞為線索對其

佈道地點的統計表明，正是良率先有計劃地在宗教節慶期

間前往羅馬城一些重要教堂主持教會活動，並進行公開佈

道。為了強調使徒彼得的記憶，聖彼得大教堂（Saint Peter’s 

Basilica）在良確立的禮儀活動週期中佔據了核心位置。52在

良以前，羅馬教會往往將拉特蘭教堂（Archbasilica of Saint 

John Lateran）作為宗教中心。53聖彼得大教堂自四世紀初

建立以來只是羅馬元老貴族施捨窮人、進行私人禮拜的場

所。54而自良以後，聖彼得大教堂成為了羅馬這座「聖彼得

之城」的象徵，標誌着羅馬從「羅慕路斯之城」到「聖彼

得之城」的轉變。對良來說，這既彰顯了羅馬主教作為羅

馬教會領袖的權威，也增加了羅馬城內基督教社會的凝聚

                                                             
 49  Salzman, “Leo’s Liturgical Topography”, pp  219-220  
 50  Sozomen, Historia Ecclesiasticam, 7 19 (in J  P  Migne [ed ],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Graeca, vol  67 [Paris, 1864])  
 51  Liber Pontificalis, 48 11 (in L  Duchesne, Le Liber Pontificalis. Texte, introduction et 

commentaire, 2 vols, Ernest Thorin, 1886-1892)；參見 John F  Baldovin, The Urban 
Character of Christian Worship.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Meaning of Stational 
Liturgy (Rome: Pontificio Istituto Orientale, 1987), pp  146-148  

 52  Salzman, “Leo’s Liturgical Topography”, pp  219-220  
 53  Richard Krautheimer, Three Christian Capitals: Topography and Polit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12-116; Carragáin & Neuman de Vegvar (eds ), 
Roma Felix, p  43  

 54  Paolo Liverani, “Saint Peter’s and the City of Rome betwee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McKitterick et al (eds ), Old Saint Peter’s Rome , pp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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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重要的是，他按照當時尚未完全確立的教會禮儀年

曆舉行宗教活動、進行公開佈道，規範了羅馬城基督徒的

宗教生活，從而改變了整座羅馬城以多神教節慶為週期的

生活節奏。55 

 

四、結語 
教宗良一世在位時期是羅馬城基督教化的重要轉折

點。他利用基督教傳統的文化記憶取代了古典多神教傳統

的文化記憶，在文化和宗教層面上進一步塑造起了羅馬城

的基督教形象，將「羅慕路斯之城」重新塑造成了「聖彼

得之城」。他在宗教禮儀上確立的多項傳統也為後來天主

教傳統禮儀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打下了基礎。 

在此後的幾個世紀中，元老院、萬神殿、哈德良皇帝

陵墓等標誌性的古典建築都陸續轉變成了教堂，羅馬城在

實質上日漸成為良在佈道詞中所構想的「聖城」。56在漫長

的中世紀時期，羅馬作為「聖城」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中世紀早期西歐史料中對羅馬城的描述體現了基督教文化

記憶的影響。 

公元六世紀，都爾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仍然和古

典作家一樣將羅馬稱為「世界的首都」，但他筆下的羅馬

已經不再是羅馬帝國的首都，而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都：「羅

馬，世界的首都，虔誠地慶賀了殉道者們的鬥爭，褒獎了

                                                             
 55  有關教宗良一世對教會禮儀年曆的利用，參見 Bernard Green, The Soteriology of Leo the 

Grea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8，有關教會禮儀年曆在五世紀的發
展，參見 Salzman, On Roman Time, pp  236-244。 

 56  Laurence Richardson, Jr , A New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03-104 (元老院), pp  249-251 (哈德良
皇帝陵墓), pp  283-286 (萬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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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勝利。」57比德（Bede）在他的《英吉利教會史》

（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等著作中將他那個

時代的羅馬城描繪成基督教知識和信仰的源泉。國王、王

后、貴族和百姓都熱衷於前往「使徒之首」彼得的城市朝

聖。58在八世紀的羅馬城朝聖指南中，古代羅馬帝國的遺跡

成為了點綴在聖地周圍的背景建築和路標。59一首加洛林時

代的讚美詩形象地表達出了當時人們對羅馬城的認知： 

 

啊，幸福的羅馬，多少君王 

高貴的鮮血將你染成了紫色！ 

你的美麗超越了世上的一切， 

但這不是因為你的那些榮耀，而是因為聖人們的德性， 

你曾經用沾滿鮮血的短劍割斷了他們的喉嚨。60 

 

這首讚美詩至今仍然在羅馬天主教會每年六月二十九

日紀念彼得和保羅的瞻禮中使用，從中可以看到，教宗良

一世運用使徒和早期教會殉道者的「奠基性回憶」重塑羅

                                                             
 57  Gregory of Tours, Liber in Gloria Martyrum, 82 (in Bruno Krusch [ed ], Liber in Gloria 

Martyrum,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 vol  1 2, 
[Hannover: Impensis Bibliopolii Hahniani, 1884])  

 58  Paul Hilliard, “Bede and the Changing image of Rome and the Romans”, in Elina Screen & 
Charles West (eds ), Writing the Early Medieval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45  

 59  Clemens Gantner, Rosamond McKitterick & Sven Meeder (eds ), The Resources of the Past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32; Maya 
Maskarinec, City of Saints: Rebuilding Rom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8), pp  8-26  

 60  Carragáin & Neuman de Vegvar (eds ), Roma Felix, p  1: 
  O Roma felix, quae tantorum principum  
  es purpurata pretioso sanguine!  
  Excellis omnem mundi pulchritudinem 
  non laude tua, sed sanctorum meritis, 
  quos cruentatis iugulasti glad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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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城文化記憶所留下的痕跡，仍然保存於基督教文化傳統

中，影響着人們對羅馬城形象的認知。 

 

關鍵詞：羅馬  基督教  良一世  文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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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the process of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during the 5th century, 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sermons and letters of Pope Leo I. With the help of Jan 

Asman’s cultural memory theory, it reveals that Pope Leo I’s 

initiatives concerning Christian festivals and commemoration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Rome. Leo I tried to replace traditional pagan festivals with 

various Christian commemorations of the early Church 

martyrs,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mmemorations of 

the Apostle Peter, regarding Peter as the spiritual founder of 

Rome. Since the Middle Ages, this reinvention of th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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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of the city of Rome became the cornerstone of the 

“sacred city” image in the Latin Christian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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